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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建设对
县域产业升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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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县域作为我国经济功能完整、运行独立的基本空间单元,在经济发展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当下,我国大多数县域经济发展仍旧处于较低的水平,存在产业发展严重依赖于传统工业与农业、数字

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等多重掣肘。 县域产业升级是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合理的技术应

用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县域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在此

背景下,探讨数字乡村建设是否会影响县域产业升级,通过何种渠道来影响,这种影响效应又是否会因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异质性,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关于

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由于变量度量指标、样本观测期、理
论基础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文章将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共同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

指数数据与中国县级层面相关数据进行匹配,最终得到 2018—2020 年涵盖中国 1
 

094 个县(市)的面板

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总效应,并进一步开展了作

用机制以及异质性效应讨论。 实证结果表明: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转型,在进行内生性问题、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剔除特殊样本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

然成立;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提升居民创业活跃度和收入水平促进了县域产业结构升

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中国东北、中部地区产业升级的正向效应更为明显。 综合以上结

果,文章提出了继续推动县域地区数字建设水平和数字应用水平、加强县域居民数字素养的培养、激发

数字乡村建设的就业促进效应、发挥数字技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等政策建议。 文章的主要

贡献在于运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科学且直观地衡量县域数字建设水平,以县域这一更加细微的尺度探

讨了数字乡村建设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丰富现有研究,为政府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现乡村产

业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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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我国经济功能完整、运行独立的基本空间单元,县域主要由乡镇和农村组成,县域面积占

全国总面积的 88%,县域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52. 8%,县域经济总量占全国 GDP 总量的 38. 51%①。
县域在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1] ,其发展速度和质量在一定意义上影响着国民经济

的运行。 县域产业升级的结构红利能够使县域经济实现快速发展[2] ,而合理的技术应用会促进产

业结构的升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3] ,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县域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党和国家

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中的应用,2018 年,中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标志着我国数字

乡村建设的开始。 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
出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 2020—2021 年,连续发布《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2019—2025 年)》《关于公布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的通知》 《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1. 0》等,数
字乡村建设工作进一步推进。 2022 年,中央网信办等联合印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
2025 年)》以及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数字乡村建设政策体系

基本上已较为完善。 就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近几年来全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呈现逐步上升

的趋势,2021 年已达到 39. 1%②,数字乡村赋能县域产业结构处于即将进入快速发展的蓄势阶段。
因此,在充分把握数字乡村建设这一战略红利的导向下,进一步明晰数字乡村建设在县域产业升级

的理论机理,有助于数字技术带来的技术红利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发挥,为推动县域数字化转型、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目标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乡村建设即是通过推进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提高农

民的信息素养,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的过程。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重塑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的关键路径,是推动县域产业转型的重要动力。 对于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测量,学术界内还没

有形成统一的指标评价体系,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种:一是采用单一维度的指标来衡量,如农民手机

拥有量、农村宽带接入用户量等[4] 。 二是构建多重维度的指标体系来衡量。 刘传明等构建了包含

乡村环境、农村数字化、农业数字化和农民智慧化四个方面的数字乡村指标体系[5] 。 林育妙等基于

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服务水平、数字资金投入四个方面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指标体

系[6] 。 张鸿等分宏观环境、基础设施支持、信息环境、政务环境及应用环境等五大维度对数字乡村

进行了测度[7] 。 Li 和 Wen 从制度、人力资源和技术等方面综合考虑,构建了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指

标体系[8] 。 但是上述指标构建均停留在省级层面,随着研究视角的细化,有学者采用北京大学新农

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共同测度的中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进行衡量[9] ,具体包括乡村基础设

施数字化指数、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四个一级指标以

及在此基础上得到的数字乡村总指数。 也有学者基于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维度来综合评估数字乡

村建设水平,对应数字基础条件和数字乡村治理水平[10] 。 三是选取相关政策来进行评估,如以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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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数据来源:《县域高质量发展年度指数报告(2022 年)》。
数据来源:《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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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数字乡村试点县等政策实施作为表征数字乡村建设的代理变量[11-12] 。

目前,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最新研究主要从宏观经济层面和微观主体层面展开。 其中,在宏观

经济层面,林育妙等基于 2012—2020 年全国 30 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得出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和技术创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6] ;雷泽奎等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推动农

业技术进步和劳动力转移,使得农业生产方式发生转变,进一步实现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13] 。 在微

观主体方面,学者们认为数字乡村建设带来农民消费总量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4,14-15] ,并且数

字乡村建设对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存在显著的增收效应和信贷约束缓解效应[16] 。 收入是消费的前

提,消费总体水平的提升意味着收入水平的增加。 有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数字乡村带来了整体农

民收入水平的提高[17] ,进一步通过比较不同组别农户的增收效果,得出数字乡村的建设会扩大农村

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结论[18] 。 而有学者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如潘锡泉基于浙江省山区 26 个县域,

得出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有效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结论[19] ;林海等以革命老区为研究样本,将

数字乡村建设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维度,发现作为硬环境维度的数字基础条件会拉大革命老

区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而作为数字乡村建设软环境维度的数字乡村治理则缩小革命老区城乡间的

收入差距[10] 。 也有学者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的福利效应,认为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增加收入、促

进非农就业和加强乡村治理增进居民的幸福感[20] 。 此外,赵佳佳等基于 2018 年县域数字乡村指数

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匹配数据发现,数字乡村通过促进信息利用、缓解信贷约束、增

强风险承担意愿以及提升社会信任水平影响农民创业决策,促使农民创业概率得到提升[9] 。

关于数字乡村建设是否会影响产业升级,已有文献关注较少。 陶涛等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政策视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准自然实验,得出该政策的实施促使县域产业结构的转型,主要通过

需求侧的恩格尔效应和供给侧的鲍莫尔效应实现[11] 。 Wang 等基于 2018—2021 年 16 个省 622 个

县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不显著[12] 。

虽然现有文献直接讨论了二者的关系,但仍存在以下的不足:第一,现有研究以电子商务示范

县政策的实施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代理变量来探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电子商务仅仅是数字乡村

建设的一部分内容,并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数字乡村建设政策实施水平;第二,已有研究未能准确

地推断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所使用数据差异、模型内生性等问题导致所得结

果并不稳健,未能清晰地展示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 并且,从经济行为的角度

来说,已有结论似乎与经济现实存在偏离。

据此,本文以 2018—2020 年中国县域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乡

村建设和县域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运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更为科

学、合理地对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进行衡量;第二,本文基于县级层面的数据,从更加细微的尺度了解

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并采取工具变量的方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分别从数字乡村

建设对县域居民创业活跃度、县域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进一步探讨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且探讨了

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产业结构影响的区域异质性,为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思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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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产业升级

伴随着数字乡村的建设,数字化技术和理念不断渗透到县域产业内,引发相关产业进行了不同

程度的数字化改造。 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讨论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第一,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创新传统产业实现产业升级。 就生产方式而言,数字技术的应用,使

得数据资源成为新的要素禀赋,重塑了生产要素的利用结构,创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21] ,
进而促进产业升级。 县域经济的农村性这一特点使得农业成为县域产业发展的专攻方向,将数字

技术应用于农业能够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例如:遥感监测、精准作业、水肥药智能管理等技术

在农业生产过程的应用,能够摆脱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困境,使得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22] ,带
来农业产业的优化。 就销售方式而言,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打破了传统产品销售模式存在的环节

多、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将供给方和需求方直接连接起来,降低流通和交易成本,加快产品

的流通速度,同时产品的交易规模也有所扩大,从而推动传统产业的发展,使其产业竞争力增强。
第二,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产业融合实现产业升级。 一方面,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要素资源配

置边界不断拓展,在赋能县域农业产业化的同时推动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例如:数字

技术带来的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不仅提高了农业经营效率,而且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 另一方

面,数字技术具有创新性和强渗透性的特点使其较为容易地与其他关联产业融合在一起,带来新模

式和新业态的形成,充分挖掘县域地区资源的潜在价值,进一步释放和发展数字化生产力[23] ,进而

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出现诸如“云观赏” “云体验” “云购物”等智慧乡村旅游新模式以及休闲农

业、共享农业、体验农业、创意农业、民宿经济等新业态[24] 。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1: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促进县域产业升级。
(二)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县域产业升级的机制分析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多数研究认为创业意愿的形成受到

创业者个人特质和创业环境的影响[25] 。 基于个人特质视角,数字乡村建设会提高县域居民的现代

化信息技能水平,他们能够通过数字信息平台进行创业知识技能的学习,了解创业的风险控制,进
一步提高自身综合能力。 另外,数字信息技术也会加强创业成功产生的示范效应,激发居民的创业

思维。 基于创业环境视角,一方面,数字信息技术拓宽了县域地区居民获取信息资源的途径,降低

了信息搜索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使其可以更高效地把握政策导向和市场动向,进而确定创业的

方向。 并且,居民也能够利用大数据的优势对创业决策进行评估,进而增加创业的成功率[26] 。 另一

方面,数字技术和传统金融的结合,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和传统金融业务模式,增强了县域地区金融

服务的可得性,缓解了居民创业资金需求的约束,进而促进其创业想法的落实[27] 。 新创的企业往往

具有高技术性和强创新倾向的特点,相较于市场中原有的企业存在明显的竞争优势,能够快速占领

市场份额。 新创企业的进入,对于较为落后的企业而言,可能会直接导致其退出市场,进而引致释

放出来的生产要素逐渐流向新兴的部门,促使新产业发展壮大,进而推动产业升级[28] ;对于表现较

好的企业而言,为了保持自身的市场占有度,会对自身进行升级改造,进而促进原有产业实现优化

升级[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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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首先,对于大多数县域地区的居民

来说,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行业,而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决策、生产、流通层面等各个环节,促使农

业产业实现提质增效,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进而实现收入水平的提高。 其次,数字技术能够通

过以下几条途径促进剩余劳动力进行非农就业:一是数字信息使居民能够更为迅速地获取就业信

息,带来非农就业概率的提高;二是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岗位,使得县域地区居

民可以实现就近就业;三是数字技术能够替代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进行工作,使得居民有时间可以

从事其他非农工作,这些均会带来居民的非农收入水平提高。 最后,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农村

居民获得信贷的概率,显著增加家庭的收入[30] 。 根据恩格尔效应可知,不同产品的收入价格弹性不

同,随着收入的变化会带来产品需求的变化。 县域居民收入的增加不仅刺激了消费,而且产生了更

高层次的消费需求,表现为对第一产业产品需求比重逐渐降低,第二、三产业产品需求比重增加,从
需求端层面带动产业结构升级[11] 。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2: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县域产业升级。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本文中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产业升级的影响,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isit =β0 +β1zee_dig jt + amXitm +μ i +ν t +ε it (1)

其中:i 表示县(市、区),t 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 is 表示县域产业结构,核心解释变量 zee_dig 为

数字乡村建设水平,X 为控制变量集, μi 和 νt 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扰动

项。 本文主要关注回归系数 zee_dig 的估计值和显著性,若 zee_dig 的估计值 β1 正显著,表明数字乡

村建设促进了县域产业升级,否则反之。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 is)。 借鉴徐敏和姜勇[31] 的方法,采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来衡量,具体测度方法

如下:

isit = 
3

k = 1
k ×θikt (2)

其中,k 表示县域 i 第 k 产业, θikt 表示县域 i 第 k 产业占县域 i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2. 解释变量

数字乡村建设水平(zee_dig)。 使用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共同发布的县域

数字乡村指数来衡量,借鉴赵佳佳等[9]的做法,对其进行了 Z-Score 标准化处理。 该指数覆盖全国

1
 

880 个县(包括县级市),由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

化四个分指数加权平均所得。
3. 工具变量

数字乡村建设的平均水平( ivzee_dig)。 参考 Fisman 和 Svensson[32] 的方法,以该县域所在地级

市除该县域外其他县域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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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制变量

县域创业活跃度(entre)。 借鉴谢绚丽等[33]的方法,采用县域地区当前企业注册数目和年末总

人口比值的对数来衡量。
居民收入水平(income)。 选取以 2018 年为基期平减后各县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对数来

衡量。
5. 控制变量

考虑到县域层面的其他因素可能对产业结构带来潜在影响,本文中也选取了一系列县域层面

的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以 2018 年为基期平减后的人均 GDP 对数值表示。
人口水平,采取年末总人口的对数来衡量。 政府支出水平,采用县域公共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值衡量。 教育水平,采用普通中学在校生数量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 基础设施水平,借
鉴林海等[10]的方法,采用县域公路总长度和县域面积的比值来衡量。 由于目前缺少县域公路长度

的数据,本文中将各县行政区域面积与所属地级市城区面积的比值作为权重,与地市级层面的公路

总长度相结合得到县级层面的公路数据。
变量的定义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性质 变量名 符号 变量测度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 is 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解释变量 数字乡村建设水平 zee_dig 数字乡村指数

工具变量
数字乡村建设

平均水平
ivzee_dig

该县域所在地级市除该县域外其他县域的数

字乡村建设水平的均值

控制变量

教育水平 school 普通中学在校生数量 / 年末总人口数量

政府支出水平 fiscal 县域公共财政支出 / 地区生产总值

经济发展水平 lnagdp 平减后的人均 GDP 取对数

人口水平 lnpopul 年末总人口的对数

基础设施水平 infra 县域公路总长度 / 县域面积

机制变量
创业活跃度 entre 企业注册数目和年末总人口比值的对数

收入水平 income 平减后的城镇人均收入水平的对数

　 　 (三)样本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数字乡村指数数据来源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2020)》,产业结构和其他变量的数据来

自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工商企业注册信息。
本文中由于剔除掉了存在较多缺失值的县(市),最后获得了 1

 

094 个县(市)的样本数据。 另外,为
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中对模型中的所有连续变量在 1%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

表 2 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样本中产业结构最大值和最小值较为接近,说明数据的变

化不太明显。 从数字乡村指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来看,二者差距较为明显,表明不同地区间的数字

乡村建设水平差距较大,为异质性检验提供了证据。 此外,变量间的方差膨胀因子最大值为 4. 38,
这一数值低于 10,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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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表达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产业结构 is 2. 277
 

2 0. 123
 

2 1. 845
 

6 2. 609
 

6
数字乡村建设水平 zee_dig 0. 255

 

9 0. 871
 

6 -2. 539
 

4 2. 728
 

9
教育水平 school 0. 051

 

5 0. 014
 

4 0. 020
 

7 0. 096
 

3
政府支出水平 fiscal 0. 273

 

0 0. 183
 

5 0. 071
 

5 1. 011
 

0
经济发展水平 lnagdp 10. 558

 

8 0. 546
 

1 9. 256
 

0 11. 747
 

7
人口水平 lnpopul 3. 733

 

7 0. 679
 

6 2. 006
 

8 5. 037
 

3
基础设施水平 infra 3. 138

 

7 1. 658
 

6 0. 553
 

7 8. 317
 

1
数字乡村平均水平 ivzee_dig 0. 258

 

5 0. 766
 

2 -1. 099
 

5 2. 393
 

3
创业活跃度 entre 4. 655

 

1 0. 473
 

9 3. 817
 

4 6. 158
 

7
收入水平 income 10. 346

 

3 0. 236
 

6 9. 889
 

3 11. 050
 

0

三、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在对式(1)进行回归之前,先进行了 Hausman 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

行估计。 本文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相关结果见表 3。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is

(1) (2) (3) (4)

zee_dig 0. 036
 

2∗∗∗

(0. 003
 

6)
0. 033

 

6∗∗∗

(0. 003
 

8)
0. 017

 

4∗∗∗

(0. 004
 

4)
0. 014

 

7∗∗∗

(0. 004
 

3)

school -0. 187
 

5
(0. 533

 

4)
-0. 735

 

1
(0. 514

 

2)

fiscal -0. 265
 

9∗∗∗

(0. 053
 

3)
-0. 257

 

6∗∗∗

(0. 048
 

8)

lnagdp 0. 069
 

2∗∗∗

(0. 022
 

8)
0. 073

 

2∗∗∗

(0. 022
 

6)

lnpopul 0. 189
 

7∗∗∗

(0. 044
 

2)
0. 181

 

9∗∗∗

(0. 042
 

4)

infra 0. 003
 

0
(0. 003

 

0)
-0. 000

 

6
(0. 002

 

9)

Constant 2. 263
 

6∗∗∗

(0. 001
 

6)
0. 901

 

4∗∗

(0. 354
 

1)
2. 268

 

1∗∗∗

(0. 001
 

6)
0. 929

 

8∗∗∗

(0. 348
 

5)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NO NO YES YES

Observations 1
 

807 1
 

807 1
 

807 1
 

807
R-squared 0. 880

 

1 0. 895
 

7 0. 886
 

1 0. 902
 

2

　 　 注:1. ∗∗∗、∗∗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2. 括号里为估计系数的异方差聚类稳健标

准误(下文若无特殊说明,均与此设定相同)。

表 3 第(1)列与第(2)列为在控制个体固定效应情况下,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估

计结果,可以看出数字乡村建设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第(3)列与第(4)列为同时

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后,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数字乡村建设

的估计系数同样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

级,验证了假设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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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显著为正。
政府支出水平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表现为负向,这与储德银和建克成[34]的结论保持一致,可能是由于

县域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非生产性支出占比过高,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
(二)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

基准回归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反向因果和测量误差等问题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一方面,数
字乡村建设可能会内生于某些不可观测的变量,进而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产业发展水

平越高,对数字技术的应用也会越多,进而反过来影响数字乡村建设进程。 此外,数字乡村指数的

数据可能存在测量误差,由于本文所使用指数的基础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阿里集团,存在一些县域

地区因应用其他公司的产品或服务,导致数字乡村指数水平被低估,有偏于真实情况。
2. 替换被解释变量

基于此,本文中采用数字乡村建设的平均水平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这一做法主要出于以下

两方面的考量:一是,同一地级市内各县域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经济发展都高度相关,符合相关

性的设定;二是,同一地级市的其他县域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该县域的产业升级并不会产生影

响,符合外生性设定。 表 4 报告了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在同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的情况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得到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数字乡村建设

会促进县域产业升级的事实,并且变量回归系数的值更大,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作

用实际上更强。
表 4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is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ivzee_dig 0. 825
 

2∗∗∗

(0. 036
 

3)
0. 638

 

7∗∗∗

(0. 046
 

5)

zee_dig 0. 060
 

1∗∗∗

(0. 006
 

4)
0. 033

 

1∗∗∗

(0. 010
 

8)

school 3. 883
 

15
(3. 132

 

2)
-0. 606

 

5
(0. 543

 

9)
0. 714

 

6
(3. 129

 

8)
-0. 728

 

5
(0. 520

 

5)

fiscal 0. 327
 

97
(0. 239

 

3)
-0. 290

 

3∗∗∗

(0. 053
 

7)
0. 427

 

8∗

(0. 236
 

0)
-0. 272

 

3∗∗∗

(0. 050
 

8)

lnagdp 0. 151
 

0
(0. 103

 

2)
0. 057

 

5∗∗

(0. 023
 

3)
0. 194

 

4∗

(0. 101
 

3)
0. 068

 

6∗∗∗

(0. 023
 

2)

lnpopul 0. 635
 

3∗∗

(0. 280
 

5)
0. 152

 

1∗∗∗

(0. 046
 

2)
0. 707

 

3∗∗

(0. 278
 

0)
0. 164

 

4∗∗∗

(0. 044
 

2)

infra 0. 025
 

2∗

(0. 015
 

1)
0. 000

 

0
(0. 003

 

1)
0. 007

 

5
(0. 014

 

8)
-0. 000

 

9
(0. 002

 

9)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NO NO YES YES

Observations 1
 

789 1
 

789 1
 

789 1
 

789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统计量 515. 460 189. 284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395. 937∗∗∗ 234. 089∗∗∗

Hansen
 

J 统计量 / /

　 　 注:1.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统计量为弱识别检验;2. Kleibergen-Paap
 

LM 统计量为不可识别检验;3. Hansen
 

J 统

计量为过度识别检验;4. Hausman 统计量为内生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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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改变产业结构的度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参考干春晖等[35] 的研究,运用各县域第

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 回归结果见表 5 第(1)列和第(2)列,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

量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 5　 更换关键指标衡量方法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isper 被解释变量:is

(1) (2) (3) (4)

zee_dig
0. 321

 

8∗∗∗

(0. 033
 

4)

0. 308
 

7∗∗∗

(0. 033
 

4)

L. zee_dig
0. 038

 

8∗∗∗

(0. 005
 

8)

0. 016
 

2∗∗∗

(0. 006
 

2)

school
9. 294

 

6∗

(5. 306
 

6)

6. 424
 

3

(5. 433
 

9)

-0. 120
 

5

(0. 605
 

2)

-0. 295
 

0

(0. 565
 

2)

fiscal
-0. 645

 

9

(0. 590
 

5)

-0. 592
 

4

(0. 588
 

3)

-0. 325
 

6∗∗∗

(0. 062
 

5)

-0. 309
 

1∗∗∗

(0. 056
 

8)

lnagdp
-1. 061

 

3∗∗∗

(0. 199
 

1)

-1. 086
 

8∗∗∗

(0. 198
 

2)

0. 058
 

2∗∗

(0. 026
 

7)

0. 065
 

2∗∗

(0. 026
 

6)

lnpopul
-1. 004

 

1∗∗

(0. 399
 

0)

-0. 776
 

6∗∗

(0. 383
 

3)

0. 189
 

3∗∗∗

(0. 052
 

7)

0. 139
 

6∗∗∗

(0. 052
 

0)

infra
0. 012

 

8

(0. 029
 

3)

0. 001
 

8

(0. 029
 

2)
0. 007

 

4∗

(0. 003
 

9)

0. 004
 

7

(0. 003
 

7)

Constant
15. 979

 

4∗∗∗

(2. 961
 

0)

15. 545
 

5∗∗∗

(2. 921
 

5)

1. 041
 

8∗∗

(0. 409
 

6)

1. 155
 

2∗∗∗

(0. 407
 

4)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NO YES NO YES

Observations 1
 

807 1
 

807 1
 

125 1
 

125

R-squared 0. 870
 

2 0. 871
 

7 0. 896
 

7 0. 905
 

2

　 　 3.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考虑到数字乡村建设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本文中采取数字乡村建设滞后

一期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5 的第(3)列和第(4)列,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乡村建设的系

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当期的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促进下一期的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进一步佐证了

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4. 剔除特殊样本

考虑到在验证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产业结构影响效应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他政策的干扰,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文中对其他相似政策进行了控制。 与数字乡村建设相类似的政策如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的实施,截至 2018 年,国家一共支持了 1
 

010 个示范县。 据此,本文中

剔除了属于电子商务示范县的样本,回归结果见表 6 的第(1)列和第(2)列,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

的显著性没有发生改变,说明本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另外,由于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四个直辖市在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以及

9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2 期　 　 　

杭州市作为数字金融建设的先行者导致其数字化水平会明显优于其他地区,并且数字乡村的基础

数据来源于阿里集团,可能会造成研究的偏差,因此,本文剔除了属于以上城市的样本,回归结果见

表 6 的第(3)列和第(4)列,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与基准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方向保持一致,证明

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表 6　 剔除特殊县城样本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is

(1) (2) (3) (4)

zee_dig
0. 028

 

2∗∗∗

(0. 004
 

4)

0. 015
 

2∗∗∗

(0. 005
 

2)

0. 033
 

9∗∗∗

(0. 003
 

8)

0. 014
 

9∗∗∗

(0. 004
 

3)

school
-0. 104

 

6

(0. 711
 

3)

-0. 765
 

9

(0. 719
 

1)

-0. 195
 

3

(0. 533
 

6)

-0. 739
 

8

(0. 514
 

4)

fiscal
-0. 336

 

3∗∗∗

(0. 071
 

7)

-0. 332
 

6∗∗∗

(0. 068
 

6)

-0. 266
 

8∗∗∗

(0. 053
 

3)

-0. 258
 

4∗∗∗

(0. 048
 

9)

lnagdp
0. 036

 

0

(0. 027
 

8)

0. 041
 

3

(0. 027
 

4)
0. 069

 

0∗∗∗

(0. 022
 

8)

0. 073
 

2∗∗∗

(0. 022
 

6)

lnpopul
0. 149

 

9∗∗∗

(0. 055
 

5)

0. 147
 

9∗∗∗

(0. 054
 

2)

0. 189
 

1∗∗∗

(0. 044
 

2)

0. 180
 

9∗∗∗

(0. 042
 

4)

infra
-0. 000

 

7

(0. 004
 

6)

-0. 005
 

3

(0. 004
 

7)

0. 003
 

0

(0. 003
 

0)

-0. 000
 

6

(0. 002
 

9)

Constant
1. 405

 

9∗∗∗

(0. 437
 

9)

1. 408
 

6∗∗∗

(0. 432
 

8)

0. 905
 

9∗∗

(0. 354
 

4)

0. 934
 

4∗∗∗

(0. 348
 

9)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NO YES NO YES

Observations 1
 

043 1
 

043 1
 

798 1
 

798

R-squared 0. 896
 

1 0. 899
 

4 0. 895
 

4 0. 901
 

9

　 　 (三)理论机制

前文提出,数字乡村建设可能通过提升县域居民创业活跃度和提高收入水平影响县域产业结

构。 因此,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对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县域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

Mit =γ0 +γ1zee_dig jt + amxitm +μi +νt +εit (3)

其中,M 为机制变量,衡量创业活跃度和收入水平。 模型其他变量与参数说明同式(1)。
回归结果见表 7 所示。 就创业活跃度而言,数字乡村建设与创业活跃度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且

在 10%的统计意义上显著,说明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提升能够带来县域创业环境的改善和居民个

人综合能力的提升,有效激发创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并且促使创业项目的落实,进而提高原来产

业的竞争力度,淘汰产能落后的企业,使得闲置资源能够流入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就

居民收入而言,可以看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

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改善了县域居民的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的提高促使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
从需求端作用于不同产业的商品,倒逼产业升级转型。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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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理论机制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entre 被解释变量:income

(1) (2) (3) (4)

zee_dig
0. 057

 

2∗∗∗

(0. 015
 

6)

0. 047
 

3∗∗∗

(0. 016
 

5)

0. 043
 

6∗∗∗

(0. 003
 

3)

0. 029
 

3∗∗∗

(0. 003
 

3)

school
4. 321

 

6∗∗∗

(1. 527
 

9)

1. 327
 

7

(1. 579
 

7)
2. 516

 

2∗∗∗

(0. 360
 

7)

2. 369
 

3∗∗∗

(0. 347
 

3)

fiscal
-0. 016

 

0

(0. 137
 

7)

0. 040
 

2

(0. 132
 

8)

0. 036
 

9

(0. 034
 

2)

0. 017
 

4

(0. 028
 

8)

lnagdp
0. 025

 

6

(0. 057
 

9)

-0. 003
 

0

(0. 057
 

5)

0. 005
 

7

(0. 011
 

7)

0. 016
 

9

(0. 010
 

8)

lnpopul
-1. 215

 

8∗∗∗

(0. 159
 

4)

-0. 967
 

0∗∗∗

(0. 156
 

7)

-0. 065
 

7∗∗

(0. 032
 

4)

-0. 084
 

2∗∗

(0. 0334)

infra
0. 033

 

4∗∗

(0. 015
 

0)

0. 022
 

4

(0. 016
 

3)
0. 007

 

9∗∗∗

(0. 002
 

6)

0. 007
 

0∗∗∗

(0. 002
 

3)

Constant
8. 567

 

6∗∗∗

(1. 005
 

2)

8. 115
 

1∗∗∗

(0. 991
 

1)

10. 336
 

2∗∗∗

(0. 206
 

4)

10. 298
 

2∗∗∗

(0. 194
 

4)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NO YES NO YES

Observations 1
 

807 1
 

807 1
 

382 1
 

382

R-squared 0. 899
 

8 0. 908
 

5 0. 985
 

9 0. 988
 

0

　 　 (四)异质性分析

为了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产业结构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差异,本文中将样本县域

划分为东、中、西、东北四个地区,分别对其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异质性分析,结

果见表 8 所示。 可以看出,东、中、西、东北地区这四组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在 5%、1%、5%、

1%的水平上显著且均为正,符合前文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 回归系数分别为 0. 008
 

1、0. 026
 

7、

0. 016
 

9 和 0. 189
 

7,说明不同区域之间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是不同的。 其中,数字

技术发挥的后发优势在东北地区最为明显,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后是东部地区的影响较

弱。 究其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本身具有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进一步

加强数字技术应用所产生边际效应相对于优化空间较大的中、西、东北地区来说要小得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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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异质性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is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zee_dig
0. 008

 

1∗∗

(0. 003
 

9)

0. 026
 

7∗∗∗

(0. 006
 

7)

0. 016
 

9∗∗

(0. 007
 

9)

0. 189
 

7∗∗∗

(0. 051
 

0)

school
0. 846

 

2

(0. 958
 

6)

-0. 828
 

6

(0. 634
 

2)

-0. 640
 

5

(0. 880
 

1)

5. 702
 

6

(7. 600
 

1)

fiscal
-0. 114

 

5

(0. 090
 

2)

-0. 104
 

4

(0. 101
 

7)

-0. 238
 

0∗∗∗

(0. 064
 

7)

0. 283
 

0

(0. 446
 

4)

lnagdp
0. 082

 

7∗∗

(0. 036
 

0)

0. 049
 

4

(0. 031
 

5)

0. 036
 

2

(0. 039
 

4)
0. 402

 

6∗∗∗

(0. 128
 

1)

lnpopul
0. 146

 

4∗∗

(0. 069
 

4)

0. 211
 

4∗∗∗

(0. 056
 

6)

0. 098
 

7

(0. 093
 

7)

-11. 496
 

9

(8. 768
 

7)

infra
0. 023

 

4∗∗∗

(0. 008
 

7)

-0. 008
 

0∗∗

(0. 003
 

2)

0. 012
 

2∗∗

(0. 006
 

1)

0. 059
 

4

(0. 112
 

9)

Constant
0. 779

 

5

(0. 487
 

8)
1. 024

 

5∗∗

(0. 502
 

5)

1. 592
 

4∗∗

(0. 641
 

8)

39. 631
 

2

(31. 924
 

0)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91 795 663 58

R-squared 0. 968
 

9 0. 890
 

2 0. 893
 

3 0. 868
 

0

四、结论与政策

(一)研究结论

产业的升级转型离不开新技术的应用,数字乡村建设给县域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此

背景下,本文基于 2018—2020 年我国县级面板数据,在对数字乡村建设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

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传
导机制及其异质性。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县域产业结构升级。 而且在进行

内生性问题、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剔除特殊样本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果仍然成立。
说明数字乡村建设政策的推进,通过将数据要素嵌入传统的要素结构,创新了原有产业生产、分配

等方式,弱化了产业间的边界,加速了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赋能县域产业结构升级。
第二,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提升居民创业活跃度、收入水平促进了县域产业结

构升级。 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改善个人特质和创业环境,实现居民创业能力的提高以及创业

想法的产生与落实,而创业企业的问世能够增强企业间的竞争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来产业结

构的优化;另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提升传统产业的价值、促进非农就业以及增加县域居民的

收入来源,带来县域居民收入水平的改善,基于需求端倒逼县域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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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异质性结果来看,数字乡村建设对东北部县域地区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中、西部

次之,而对东部县域地区的促进作用较小。 主要可能是东部县域地区的产业发展较为合理且数字

技术应用水平较高,引致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结构影响的边际贡献相对于各方面落后的中、西、东
北部地区来说较小。

(二)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政府应继续深入推动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不断提升乡村数字化水平。 加快县域范围内

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缩小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打造良好的数字技术发展环境。 结合不

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区域各县域的实际情况,增强农业、农村和农民对外部资源的接纳能力,全面

促成数字技术与县域产业的深入融合,不仅体现在改良传统产业发展模式上,更是能够推动产业形

态创新,充分释放政策红利,激发县域产业的活力。
第二,政府应在县域地区加大数字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居民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术应用能力,

鼓励居民以数字技术作为支撑进行创业,提高创业成功率,为县域产业发展注入新元素,促进产业

间的竞争,实现冗余资源的高效利用。 此外,政府也应持续加强数字技术在县域地区的就业带动效

应,增加非农就业岗位,促进农村市场中劳动力的流动性,将一部分农业领域的劳动力解放出来流

入第二、三产业,实现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从需求端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
第三,重视数字乡村建设赋能效果的差异,缩小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 要发挥东部地区对中、

西、东北地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通过与中、西、东北共建数字产业园区、共享数字信息平台等手段,
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扩散效应,帮助中、西、东北地区进行数字化转型;同时,中、西、东北地区要加

快补齐数字基础设施的短板,以便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带来的后发优势,实现县域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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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basic
 

spatial
 

unit
 

of
 

China  s
 

economy
 

with
 

complete
 

economic
 

functions
 

and
 

independent
 

operation 
 

counti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ystem.
 

Currently 
 

most
 

county-level
 

economies
 

in
 

China
 

are
 

still
 

at
 

a
 

relatively
 

low
 

level 
 

facing
 

multiple
 

constraints
 

such
 

as
 

heavy
 

reliance
 

o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agriculture 
 

and
 

inadequat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Upgrading
 

county-level
 

41



斯丽娟,等　 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产业升级的影响

industries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for
 

county-level
 

development.
 

In
 

this
 

background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whether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will
 

impact
 

the
 

upgrading
 

of
 

county-level
 

industries 
 

through
 

which
 

channels
 

it
 

will
 

influence 
 

and
 

whether
 

these
 

effects
 

will
 

vary
 

due
 

to
 

different
 

levels
 

of
 

county-
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hold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However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and
 

county-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has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due
 

to
 

differences
 

in
 

variabl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sample
 

observation
 

period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We
 

match
 

the
 

county-level
 

digital
 

rural
 

index
 

data
 

jointly
 

released
 

by
 

the
 

Peking
 

University  s
 

Institute
 

of
 

New
 

Rural
 

Development
 

and
 

Alibaba
 

Research
 

Institute
 

with
 

relevant
 

data
 

in
 

the
 

county
 

level
 

in
 

China.
 

It
 

ultimately
 

obtains
 

panel
 

data
 

covering
 

1094
 

counties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8
 

to
 

2020.
 

By
 

employing
 

a
 

panel
 

fixed-effects
 

model 
 

it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level
 

of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mechanisms
 

and
 

heterogeneity
 

effect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ntire
 

sample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ven
 

after
 

conducting
 

various
 

robustness
 

tests
 

such
 

as
 

endogeneity
 

issues 
 

replacement
 

of
 

explanatory
 

variable
 

and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excluding
 

special
 

samples 
 

this
 

result
 

keeps
 

the
 

same
 

as
 

the
 

baseline.
 

In
 

terms
 

of
 

the
 

mechanism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county-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enhancing
 

resident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nd
 

incom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northeast
 

and
 

central
 

regions
 

of
 

China.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the
 

article
 

proposes
 

sever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promoting
 

the
 

level
 

of
 

digital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ounty-level
 

areas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digital
 

literacy
 

among
 

county
 

residents 
 

stimulating
 

the
 

employment-promoting
 

effects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and
 

leveraging
 

the
 

advantag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underdeveloped
 

economic
 

regions.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article
 

lies
 

in
 

the
 

use
 

of
 

the
 

county-level
 

digital
 

rural
 

index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digital
 

construc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scientifically
 

and
 

intuitively.
 

B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t
 

a
 

finer
 

scale
 

of
 

counties 
 

it
 

enriches
 

existing
 

research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accele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counties
 

and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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